
143 文 化 雜 誌 2015

文

化

明
清
官
紳
反
基
督
宗
教
話
語
的
道
教
文
化
資
源
探
析

明清官紳反基督宗教話語的
道教文化資源探析

陳煥強*

*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國基督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晚明基督宗教來華後至清亡，教案迭興。儘

管晚清時期庶民成為反教的主體，仍不乏官紳出

於維護自身利益從中策劃，煽惑、慫恿和鼓動民

眾鬧教。一段時期裡，農民起義與傳統文化的研

究如火如荼，然而研究方面套用固定的“詮釋理

論和說明公式化的規律”
(1)
，其研究結果也是預

設的 
(2)
。套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論”，導致近

代以前的教案鮮有涉及，教案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陷於停滯。廣大底層民眾安於恬靜的生活，在反

教運動中自覺性不應誇大。對明清耶佛對話學界

早有關注 
(3)
，而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

至明清時期已廣泛滲入民眾思想觀念 
(4) 
和生活習

俗中。中國大眾宗教主要表現為多神信仰，求神

護𧙗，有紳民皈信基督宗教亦非奇異之事。
(5)
 然

而基督宗教的教義和儀式文化等與本土其他宗教

畢竟存有牴牾之處，道教文化遂被官紳引以為反

教話語的理想資源之一。

明清教案中官紳的角色扮演

明清兩代教案中，官紳排擊基督宗教留下諸

多文字著述。官紳反教既有“公”的一面，亦

有“私”的另一面相。萬曆朝“南京教案”是有

明一代最為著名的反教運動，學界的相關研究成

果頗豐。挑起教案的南京禮部侍郎沈 企圖借此

顯示其政治才能，以期獲明帝賞識而得擢拔。
(6)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1616年6月)，沈 上〈參遠夷

疏〉，希冀通過彈劾驅逐天主教傳教士出中國。

楊廷筠致信沈 為傳教士辯護，約請傳教士暫避

其杭州家中。徐光啟上〈辯學章疏〉，以官位作

擔保，使明帝信服，於是沈和其他仇教官員的奏

疏被明帝擱置一邊。沈 繞過明帝，由南京禮部

頒發〈拿獲邪黨後告示〉，動員紳民反教。地方

秀才聯名簽署請願書，請求明政府驅逐傳教士、禁

止習教。
(7) 
該年十二月，沈 上〈參遠夷三疏〉，控

告傳教士鐘鳴仁煽惑教徒謀反。最終萬曆皇帝下令

驅逐傳教士，包括王豐肅等通曉曆法的教士在內， 

“令歸還本國”
(8)
。從目前已有史料看，“南京

教案”是一場局限於官紳範圍內的教案。儘管明廷

逮捕並驅逐了一批教士，南京貼出的“安民告示”

亦未引起反響，沈 被罷官後即告平息。

明清易代，康熙初年“湯若望案”中楊光先

的反教手法幾乎與沈 如出一轍。這場曆獄案可

謂震驚朝野、影響中外——眾多在華天主教傳教士

捲入其中，多名朝廷官員受到責罰。楊氏所著〈不得

已〉攻擊西洋傳教士、天主教和西曆，在清初各級官

自晚明天主教入華至清朝覆亡，教案迭興。其間，上自最高統治者，下到各級官員、地方

縉紳，都曾倡言禁教，道教文化資源成為反教話語的理想要素。本文結合教案史料，嘗試梳理

晚明至清中前期及晚清基督宗教弛禁兩個階段官府和民間反教話語中道教文化資源運用的歷史

情形，探析道教文化資源捲入反教社會運動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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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群體中頗受認同。楊光先以衛道士自居，利類思

隨後作〈不得已辯〉
(9)
 與之論戰，卻鮮有回應。

至清代，中央王朝對僧道管理制度已漸趨完備。

清朝統治者“對於怪力亂神，並不迷信”
(10)
，而

且清帝甚至上陞為蒙藏地區宗教之領袖，因而其

在施行宗教政策時相對自由。在漢地，道佛二教

仍不失為宗教管制的重要對象。楊光先亦以此作

參照，稱“目今僧道香會，奉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
(11)
。楊氏對天主教瞭解粗淺，奏疏中不免

有附會、構陷之辭。耶穌受難則被稱為“如德亞

國謀反正法賊首”，教眾則為“遺孽”。
(12)
 由

此，在華天主教傳教士被誣潛謀造反。清朝定鼎

關內之初，王朝正朔尤為政治敏感議題。且王朝

鞏固政權，措施之一便是取締民間秘密宗教。楊

氏掀起該案，又得反對西學的權臣鼇拜支持。康

熙三年(1664)，釀成巨案，湯若望等被判極刑。

後因京城地震、皇宮失火等災異，湯若望倖被赦

罪。湯氏與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留京，其餘

教士被遣送至廣東。

康熙八年(1669)，“曆獄”案獲平反，但教士

立堂傳教、華民習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
(13)
  

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撫張鵬翮在杭州執意

禁教，認為傳習天主教“以致民間教案繁興”，

抓捕奉教人士。然而，翌年清廷即頒發著名的“容

教敕令”，天主教“得以成為與佛、道教並列的一

種常態宗教”。
(14)
 禮儀之爭和羅馬教皇的激進干

預政策，促使康熙帝轉向禁教。此後，在華傳教

士向內務府領票仍可繼續留駐中國，容教政策開

始收緊，直到雍正朝才嚴行禁止，乾嘉時期又不

斷重申禁教令，各層官員不時查辦教案。

雍正元年 (1723) 二月初十日，禮科掌印給事

中法敏密奏“西洋人設天主教，編書欺惑京城外

省愚民”，“入天主教者宜當嚴禁”。
(15) 
同年七

月廿九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與福建巡撫黃國才

聯合上奏，建議“嚴禁西洋人居留傳教”
(16)
，提

出寬嚴並濟的懲治措施。該奏獲雍正帝讚許，並

借此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禁教。雍正帝推崇佛道補

儒：“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 

道家之煉氣凝神，亦於吾儒存心養氣之不悖，且

其教皆主與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於治

化。”
(17)
 又云：“佛仙之道，以修身養性、勸

善去惡、捨貪除慾、忍辱和光為本，若果能融會

貫通，實為理學之助。”
(18)
 官員先後奏請禁教，

禁教措施逐步醞釀。
(19) 
至十二月，各省官員即驅

逐教士出境，嚴令禁止華民信教。此後，天主教教

士祇有獲准在宮廷效力者方能公開活動，但不得對

華人傳教。“如有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

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

東，勒限搭船回國，毋得容留滋事。”
(20)
 其餘教士

傳教和信徒禮拜活動轉入地下。由此肇始的百年

禁教期間，各地教案迭興，屢禁不止。

乾嘉兩朝承繼雍正的禁教政策。地方大吏向

清帝彙報各省教案，執行清廷的禁教政策，影響

着深宮中皇帝的決策。
(21)
 辦案官員對天主教儀

禮誤解、臆測，因之參照懲治異端邪教的律例處

置教士和習教民人。乾隆帝認為，查辦教案避免

擴大化以至引起社會恐慌，“於整飭人心風俗之

處，亦未見有益，當以不必深究為是”
(22)
。晚清

弛禁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士再度來華傳教，並

逐步深入內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疲於處理大小

教案。各省大員逐步熟悉教務，為保仕途，大多

力求民教相安。

晚明至清中前期

官紳反教言論中的道教話語

晚明至清中前期反教、禁教言論主要見於官

方檔案和少數士紳文集，道教被視作重要的文化

資源。明清士紳無法擺脫宗教的影響，形成其對

抗異端宗教的言說，反映了頗具彈性的宗教政

策。
(23)
 一般情形下，明清統治者將道教與儒家和

佛教一同視為正統。然而，在反教言論中，比照道

教，指斥基督宗教為邪教；臆測教士採行道教某些

科儀和法術迷惑民眾；又打着道教的旗號反教。

道教與佛教在明清中國為一普世性宗教，官

府對道教異端小心提防，遇有秘密宗教叛亂則動

用軍隊全力鎮壓。明崇禎間福建籍進士顏茂猷知

悉艾儒略在福建漳州傳教，買地建堂，皈信者甚

眾，深感不滿，稱儒釋道“三教並興，治世治身

治心之事不容滅。[⋯⋯] 何僻爾奸夷，妄尊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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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為魔鬼，

其錯謬幻惑固已囅然足笑，世人不察，入其教者

比比，愈有以中夷豢金之陰狡矣。”
(24) 
值得注

意的是，顏茂猷於佛道末流異端大加撻伐。顏氏

輯《迪吉錄》
(25)
，編入“左道惑眾”“奸僧”等

目。道教滲入民間信仰生活，有其世俗的一面。

南朝劉勰則對道教不無鄙夷：“貪壽忌夭，含識

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

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

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

恒患；故斬得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

舊風；故吏民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

厭勝奸術，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

比屋歸宗。”
(26)
 劉氏批判道教的言說中，指出了

道教房中術、祈禳與厭勝之術為吏民熟知。

道教神祗眾多，地方紳民甚至會捲入造神運

動，如關帝、媽祖信仰的繁興即為絕佳例證，於

外來神祗亦絕少抵觸、拒斥。明清之際天主教入

華，聖母瑪利亞和耶穌一度被認為是“去中國九

萬七千里”的西國神仙。
(27)
 為區別中國傳統宗

教，官紳往往將天主教與佛道二教類比，或以道教

典故記述。康熙五十九年 (1720)，清廷拒絕羅馬教

廷特使嘉樂 (Carlo Ambrosius Mezzabarba)“禁止天

主教徒祭祖、祀孔”的要求：“覽此告示，祇可

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

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論談，令人可笑

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

相同，[⋯⋯] 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

可也，免得多事。”
(28)
 康熙九年 (1670) 頒佈的

〈聖諭十六條〉經其王位繼承者演繹成《聖諭廣

訓》，於雍正二年 (1724) 頒行全國。《聖諭廣

訓》為“清代民間銷行最廣之書”
(29)
，為各級科

考默寫必考，透過宣講的方式推廣至庶民群體當

中。《聖諭廣訓》有云：“自古三教流傳，儒宗

而外，厥有仙釋。”雍正帝借此暗示，除儒釋道外

的宗教都可劃為邪教。雍正在這道聖諭〈黜異端以

崇正學〉篇中指：“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

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

乾隆年間先後擔任香山知縣和澳門同知、《澳

門紀略》著者之一張汝霖，奉旨查禁澳門天主教。

張汝霖稱有華人進出的天主教堂為唐人廟，極端

仇教，作詩〈寄椗青洲飯罷抵澳〉二首，第二首

詩中云：“耶蘇不怪生衰漢，瑪竇何心納故明。

聖代即今殷未雨，百年淫蔓一時清。”
(30)
 晚明

天主教入華至清中前期，一般紳民對天主教的認識

水準尚淺。清人陳官〈澳門竹枝詞〉之二云：“澳

門禮數異中華，不拜天尊與釋迦。”所謂“澳門禮

數”，即當時澳門天主教會內舉行的聖禮。儘管

受到其他在華傳教團體的責難，耶穌會士最初在

廣東傳教時默許華民將聖母與其他道教神祗一同

供奉、叩拜。民間信仰的功利取向，在統治者實

用價值取向的宗教管制中得到體現，凡有利於風

俗教化、社會安定的崇祀活動多放任之。
(31)

然而，於天主教教義，士紳們的誤解不勝枚

舉。初步瞭解教義後，官紳易於將天主教與固有

佛道二教對立起來。黃貞稱，天主教把“佛、菩

薩、神仙斥之曰‘魔鬼’，言其必入地獄。彼書

云，祭拜天地、日月、菩薩、神仙等物，皆犯天

主大戒，深得罪於天主是也”
(32)
。耶穌與中國民

眾理想的神仙形象存在差距，因而又陷入困惑和

疑忌之中。“耶穌既為天主，其神聖宜非人思議

所及，乃考其所述，不過能醫。夫徒能醫即為聖

人，則扁鵲、華佗等之能起死回生者，皆聖人

矣！”民間普遍崇奉道教福祿壽三星，而《聖經》

中所載耶穌短命慘死，紳民認為“天之所降，天必

護之。乃耶穌在世，僅三十餘年，即為巴鬥國王釘

死。身且不保，而謂其鬼可福人，此不待智者而知

矣！”
(33) 
民人所奉神祗，能明察秋毫、賞善罰惡，

信眾順服。耶穌竟為門徒出賣喪命。

清朝律例載，“凡師巫假降妖邪神，書符咒

水，扶鸞禱聖，[⋯⋯] 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

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煽惑人民，為首者

絞監候”
(34)
，“夫左道惑眾，律所不宥，師巫邪

術，邦有常刑”
(35)
。至嘉慶十六年，清廷明令，

比照查禁邪教律例，要求地方官員嚴行稽查，若

有失察，官員降職罰俸 
(36)
；煽惑入教民人遣戍

黑龍江；旗人信主則被銷旗檔。嘉慶朝禁教措

施較前朝嚴密。官吏奏章中亦稱天主教符咒蠱

惑、誘污婦女、誑取病人目睛。
(37)
 此說在官場

流傳，耆英在清廷允准外國傳教士在五個通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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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建堂禮拜後，仍以此奏請嚴禁教士“擅入內地

傳教煽惑”。
(38)

晚清地方紳民反教揭帖中

道教文化資源的運用

咸豐八年(1858)及咸豐十年(1860)，〈天津

條約〉和〈北京條約〉先後簽訂，基督宗教由口

岸城市深入內地傳教合法化。總理衙門咨行各省

督撫取消前朝禁止傳習基督宗教的律條，官府機

構往來書劄中的仇教話語大為減少。清廷一再重

申其對中國教民的管制權，仍對華民信奉天主教

施加限制，乃至剝奪教民參加科舉、入仕的政治

權利：“天主教不敬神明，不祭祖先，與儒教相

反。既習天主教，自必欲專心皈依，未使再令業

儒，致言行相違，判若兩人。應不准其報考，已

得功名者，一經習教，便背師傳，亦應斥革，以示

各傳各教，兩不相悖。”
(39)
 所謂“神明”、“天

地”
(40)
 當包括道教神祗。呂實強認為，晚清時期

官紳反教原因時，懷疑傳教士襲用祈禳、煉丹術

和房中術 
(41)
，而這些科儀法術這些早已融入社會

迷信觀念與習俗。

鄉間迎神賽會、祈雨花費，民戶攤派。有民

戶入教，或教民拒絕攤派，極有可能激起爭毆。

光緒二年(1876)，時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奏

稱，山東興縣人賀選遭村民攔阻，迫其攤派“神

社獻牲錢文”。賀選自稱“已經入教，不敬神

明，不肯攤錢”，教民與村民互相毆鬥。
(42) 
清

咸豐十一年(1861)，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次通令

各省督撫：“祈神唱戲等事，係屬鄉社常規，該

教民如仍肯攤派，欲取和鄉里，自無拒絕之理。

該教民如不肯攤派，其心存不願，亦未便強其必

從。惟修橋補路填坑挑河，以及編查保甲、看守

青苗，凡鄉里一切守望常規，並例有差徭，皆民

間分所當為之事。所有教民，[⋯⋯] 猶是中國

之民，此等費用仍應照常攤派。”
(43)
 同治元年

(1862)，總理衙門再令：“祈神賽會等事，並非

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

勉強，以致重拂輿情。”
(44)
 同治十年(1871)，總

理衙門重申，“除民間演戲賽會准其免攤外，其

餘一切錢糧租稅差徭雜役均與平民一律承應，不

准絲毫抗欠”
(45)
，下令地方官員曉諭當地紳民。攤

派“不均”，難以平息民眾激忿情緒。查辦教案給

各級官員增添了壓力和風險，若處置“失當”，輕

則被革職、永不敍用，重則身陷囹圄，或發配邊

疆、處以極刑，因之對傳教多有抵觸反感。山西

官員因教民“以求雨、演戲、賽會等事為異端，

不願出錢，故於別項公款，所派比常民多”
(46)
。

教士設立教堂引致教案，其中一個因素即鄉

民懼怕破壞風水，或因“疊見災異”而歸咎於教

堂、神學修院建築等。
(47)
 同治二年(1863)順天府

教民聶德書意欲收回閤村公廟。人稱此舉“勢必

刨樹填井，壞卻閤村風水。恐伊村三百餘戶決不

依從”，紛爭不斷。
(48)
 同治八年，廣平府教堂

被毀。地方官府載事由稱，四月初七日，四鄉人

民進城赴廟求雨，行抵該處，咸以天主教不崇奉

神明，以致上干天和，祈禱無靈，紛紛蟻聚，瞻

望咨嗟。維時該武生魏長慶遂攜鋸上房，將十字

架鋸毀。鄉民人等亦鬨然進堂聚觀。
(49)
 總結各地

辦案經驗後，官員提出：“嗣後教士 [⋯⋯] 如買

地建堂或租賃公所，應先向原業主及本地紳民公

平會商，約無異詞，再行報明地方官查核有無窒

礙風水，覆准後方准立契。”
(50)

晚清紳民文字攻擊基督宗教為此一時期反教

的一大特徵。前述雍正帝頒行的《聖諭廣訓》被

紳民奉若至寶，咸豐十一年(1861)刊行的《闢邪

紀實》開篇照錄其中的〈黜異端以崇正學〉。為

給來華基督宗教扣上“邪教”的帽子，則宣揚教

士有煉丹術。書中稱利瑪竇、王豐肅、陽瑪諾和

龐迪我等為“夷匪”，“有妖術燒煉金銀，人多

惑之”。
(51)
 時太平天國運動橫掃南方各省，該書

亦極力倡言基督宗教亂華。
(52)

匿名反教揭帖和謠言屢禁不止，教案此起彼

伏。道教有《太乙就苦天尊說拔度血湖寶懺》和

《元始天尊濟度血湖真經》，認為經血為體內排

出的污穢，因之女性在經期不宜出入道觀，而且

婦女去世後，為之舉行破血湖燈儀以超度亡靈。

反教士紳借此誣稱教士用“穢物”“處女經水”

施行邪術。教民一同禮拜，則傳教士召集男女聚

眾淫亂 
(53)
，是為指控“邪教”的慣用手法。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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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指出：“該教淫亂諸弊雖無確據，而民間傳

說，深信不疑。近年各省教堂之案，往往因此而

起。”
(54)

傳教士的到來，地方官紳對物質資源、社會

資源、文化資源等的控制和支配受到威脅，煽動

庶民打教鞏固權威。士紳享有相對優越的社會地

位，而平民對文字和知識人幾近盲從。另一方

面，普通民眾甚少瞭解傳教士在府縣活動的全

貌，資訊掌握的巨大差異 
(55)
，也為士紳編造謠

言提供了相當的空間。如果說文字反教對讀者的

識字要求尚高的話，以圖像版畫製造和散播謠言

則更為容易。1891年，周漢編印《謹遵聖諭闢邪

全圖》等反教畫冊、體裁不一揭帖數十種，“偽

造總署、督撫公文，四處傳播”。
(56)
 無論是數

量還是散播廣度上都是空前的，其所著《鬼叫該

死》，“印數達八十萬冊，在長江沿岸各城市及

通商口岸免費贈送”
(57)
，最終掀起義和團運動前最

為嚴重的長江教案風潮。周漢借官府在民間廣為宣

講的《聖諭廣訓》反教，以示捍衛正統：“城鄉喧

講噪湖南，聖諭煌煌教祇三”。
(58)
 周漢“專好扶

箕，諂信鬼神”。
(59)
 在其編印的《謹遵聖諭辟

邪全圖》中，這部反教版畫書冊取“天主教”諧

音，將之醜化為“天豬”。其中《釋道治鬼圖》

與之映照，附文“道人和尚縱無妻，亦有俗家，

怕寺觀分消綠帽；太上釋迦誰所祖，合除洋鬼，

免妖魔毀滅金身”。在華的外籍人士很快意識到

這部版畫書冊具有的極強煽惑力，收錄全部彩色

套印版畫介紹給英文讀者。
(60)
 義和團運動時期

繼續流傳，法國巴黎畫報翻印。周漢利用聖諭作

掩護，其後在各國向清政府施壓的情勢下，周漢

方才被拘捕，但免受酷刑，是為著名的“周漢反

教案”。
(61)

餘 論

筆者雖未見有道人與教士教民之間直接衝突

的記述，然而自晚明至近代中國，限制和禁斷基

督宗教的言論中，道教文化因素始終存在。晚明

至清中前期，官紳把“正統”道教作為評判宗教

團體正邪參照的標杆，對所謂道教衍生出的“異

端”秘密宗教嚴密提防。晚清時期，反教言論來

源，尤其是謠言的製造者，逐步下移到中下層士

紳。《謹遵聖諭闢邪全圖》及其他散播各地的反

教揭帖，不過是前朝禁教輿論中的民間版本，但

具體而生動，貼近庶民文化生活實際。明清時期

宗族生活制約着地方文化的形塑 
(62)
，透過編訂

族譜、建立家廟祠堂、組織徵收租賦、整飭民

風，中央王朝的政策透過宗族方能得到良好地貫

徹。
(63)
 冠、婚、喪、祭、戲曲在宗族群體內開

展，道教文化因素廣泛滲透其中，彰顯其獨有的

世俗性。儘管絕少有道士鼓動民人鬧教，然而士

紳利用道教文化資源偽造官府榜文，成功掀起教

案風潮，官府則用之以限制教士建堂佈道。

透過明清反教話語中道教文化資源運用的實

證研究，亦可審視其間道教在“廟堂”和“江

湖”中的文化形態。在晚清民間反教暴動中，道

教文化更被士紳用以煽動民人暴力抵抗和攻擊天

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武器，又折射出士紳對道教諸

如符咒、厭勝、沐浴等手段的貶抑和拒斥，此種

類似宗教衝突的人文暴力 (humanitarian violence)

亦值得學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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